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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公正·言论自由·为民请命

———试论黄远生新闻专业主义的萌芽及其实践

余　 玉

摘　 要: 黄远生是中国新闻史上较早践行专业理念的名记者, 其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主要表现在: 首

先, 他在新闻工作中忠于事实, 追求新闻的真实、 客观、 全面、 公正; 其二, 他积极倡导并坚守言论自由

思想; 其三, 他明确提出了 “为民请命” 和 “指斥权贵” 的报刊责任。 黄远生的 “四能” 思想和 “远生

通讯”, 是他践行专业理念的自觉, 这些专业理念和职业操守虽然还处于萌芽阶段, 但对我国后来的新闻

界带来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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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远生是我国新闻职业化启程阶段的奠基人物, 目前新闻界对黄远生研究成果比较丰硕。 笔者通

过梳理发现,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黄远生荣誉范畴和业务层面, 荣誉范畴着墨于 “民初三大记者”、
“报界之奇才” 和 “通讯文体的开创者” 等, 业务层面主要在采访能力、 记者 “四能”、 新闻通讯特色

等方面。 对黄远生新闻思想方面研究也有一些成果, 但总体上还是聚焦于业务层面居多, 较少有研究

者从新闻专业主义视角论及他的新闻思想, 尤其对其言论自由思想研究就更为薄弱, 以致目前研究成

果显得趋同。
新闻专业理念是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应遵循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和职业操守的总称, “指新闻媒

介必须以服务大众为宗旨, 新闻工作必须遵循真实、 全面、 客观、 公正的原则。” [1] “它是由客观性理

念、 自由与责任的观念、 服务公众的意识以及自律和他律组成的原则体系。” [2] 新闻专业主义思想虽然

是舶来品, 但在民国初年, 我国新闻界对这些操作理念已有孕育, 当然还是停留在感性层面, 没有把

它们上升到理性层面成为自觉遵守的专业理念。 但有关新闻的真实、 客观和言论自由及报刊的社会功

能等专业理念内核, 黄远生对此已有认知, 在他所作的 《少年中国之自白》、 《本报之新生命》、 《祝也

欤诅也欤》、 《忏悔录》、 《平民之贵族 奴隶之平民》 等文中形成了有关专业理念的萌芽思想, 如报纸是

“主持清议” 的 “文明机关”, “为民请命” 的 “公共舆论平台”, 力求言论独立, 记者要谨守 “客观公

正”、 “超然不党”, 记者要有 “四能” 素养等。 虽然这些还不能说他已经把这些理念上升到理性层面

而 “有意” 为之, 但这些理念在其新闻实践中已有大量尝试, 并对后来的新闻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尊重事实, 客观公正

黄远生的新闻生涯仅约四年左右的光景, 从 1912 年在北京创办并主编 《少年中国》 周刊开始, 到

1915 年 12 月在美国旧金山被人暗杀, 期间编辑过梁启超主编的 《庸言》 月刊, 并担任上海 《申报》、
《时报》 驻京特约记者, 还常为 《东方杂志》、 《论衡》 杂志、 《东方日报》、 《国民公报》 和 《亚细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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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 撰写稿件。 虽然他的新闻生涯短暂, “却像彗星一样, 一时显著于报界”,[3] 成为民国初年 “三
大名记者”。

从黄远生主办报刊的宗旨和他的众多新闻通讯作品内容来看, 他一直都很看重并践行着新闻报道

的真实、 全面、 客观、 公正的理念。 他在主办 《庸言》 时写的 《本报之新生命》 中表述了这种办报方

针: “夫理论之根据, 在于事实”、 “演绎的理论, 决不如归纳的事实”, 他尤其强调依据事实报道新闻,
高度尊重新闻事实, 所以他不主张空发议论, 他认为 “吾曹此后, 将力变其主观, 而易为客观。 ……
且吾曹有所主张, 以及其撷取其他之主张之时, 其视综合事实, 而后下一判断之主张, 较之凭恃理想

所发挥之空论, 尤为宝贵。” 他非常重视事实的本来面目, 对新闻的客观性尤其看重, 如果他下笔之时

还没有弄清事实的真相, 草率写作, 妄作主张, 他会感到不安, “吾人与其妄发主张, 贻后日忏悔, 不

如仅仅提出事实, 以供吾曹及社会异日之参考资料。” 这种尊重事实的态度和 “用事实说话” 的采写理

念正是所有新闻工作者应时时记起的。 文章结尾还提到: “本报既为月刊, 凡此一月之内外大事及潮

流, 吾人皆负有系统的记载, 以供诸君参考及判断之责任者也。” [4] 黄远生不但重视报道的真实、 客

观, 也特别注重新闻报道的全面、 系统, 以便读者了解事件的全貌。
黄远生对当时报坛上那种妄论是非、 信口雌黄的风气非常痛恨。 倘若新闻记者没有真实报道而是

有意造假, 他便会对那些所谓的 “记者” 嗤之以鼻, 并严厉斥责: “若记者之流, 亦能造作文字, 遇事

生风, 然何尝稍益于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 今若有人创议曰: 此少数者皆可杀, 则记者必先自服上

刑矣。” [5] 他在主办 《少年中国》 周刊时也谈到: “脱离偏倚, 主持正论公理, 以廓清腐秽, 而养国之

元气。” [6] 强调持论公正, “正论公理”, 不能脱离客观事实, 主观臆断, 绝不 “逞臆悬谈”; 他还在

《忏悔录》 中自省: “以今法作报, 可将一无辜良善之人, 凭空诬陷, 即可陷其人于举国皆曰可杀之中。
盖一人杜撰, 万报誊写, 社会心理薄弱, 最易欺蒙也。 至于凭臆造论, 吠影吠声, 败坏国家大事、 更

易为矣。” [7] 告诫记者们要严格要求自己, 切记新闻工作尊重事实, 忠于事实, 绝不能杜撰报道, 凭空

捏造, 否则会祸害个人, 败坏国家; 他在 《庸言》 中 《消极之乐观》 一文, 再次强调应真实报道新闻,
“以吾人今日之思想界, 乃最重写实及内照之精神, 虽甚粗糙而无伤也。” 可见他视 “真实是新闻的生

命” 理念为新闻报道信条。 他认为, 作为 “社会公器” 之媒体, 在任何时候都应秉持客观、 公正的态

度, 应该让民众有平等发表意见的机会: “余念新闻记者之于新闻, 当据所见闻以客观的公平的之态度

出之, 非敢有私于熊氏也。 吾后此若能采得别种可以证凭之材料, 即不利于熊氏者, 余固将一一表而

出之。” [8] (引者注——— “熊氏” 即国民时期曾任总理的熊希龄) 黄远生就是这样将不同看法 “一一表

而出之”, 坚守着公正、 平衡的报道原则。

二、 言论自由的追求和坚守

在黄远生早期人生轨迹中, 就充满着对 “自由” 的渴望, 时时闪耀着 “自由” 的光芒。 “中学时代

的黄远生就向往自由, 厌恶专制, 陶冶情操, 健全体魄, 是为了准备将来投入战斗的一种尝试和朦胧

的追求。” [9] 黄远生的生活年代是清末民初, 当时政局动荡, 新旧思潮交汇, 学生们热烈谈论的是革

命、 自由、 民权等激动人心的话题, 而黄远生是一个热烈追求自由、 “脱离专制”、 向往光明的青年,
他对当时南洋公学学生罢课还特发电去祝贺: “南浔公学全体学生, 恭贺南洋公学同学全体脱离专制学

校之苦。” 1903 年参加县试是亲人 “苦劝” 而去的, 由于他憎恨这种维护封建秩序的科举制度, “罢学

后, 乃为家人所促迫, 而陷于科举。” [7] 考中进士本是仕途发迹之时, 针对河南 “知县即用” 的官衔坚

辞不就。 到日本留学时, “他就是康梁体系所属的政闻社外围的活跃分子, 但却始终不肯参加政闻社组

织, 认为无党无派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之身、 自由之魂。” [10] 他于 1909 年从日本归国, 短暂任职清朝

邮传部后毅然弃官投身报界, 渴望把他钟情的自由主义理念付诸实践。 可见, 黄远生的内心深处一直

是渴望自由、 向往自由的, 这为后来在报界秉持言论自由思想做了铺垫, 孕育了种子。
黄远生从事新闻工作是在民国之后, 在约四年的新闻生涯中, 言论自由思想是贯穿他的新闻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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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条主线。 民初伊始, 随着民主热潮的高涨和言论出版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 中国报界一时拥有了

言论自由环境, 报界得到了短暂繁荣的机会。 但好景不长, 综计 1912 年到 1916 年 6 月袁世凯当权期

间, 全国报纸至少有 71 家被封, 49 家被传讯, 9 家被军警捣毁; 新闻记者有 60 人被捕, 24 人被杀,
形成了民国后连续数年的新闻出版事业的低潮。[11] 此时言论界一片死寂, 本来就听不到人民声音的新

闻界, 这时更陷入了万马齐喑的境地, 在这般黑暗年代从事新闻工作的黄远生, 始终呼吁言论自由,
这在当时具有反封建专制的积极意义。 可以说, 黄远生是在继维新派和革命派言论自由思想之后, 中

国卢梭式的自由主义者。 “黄远生作为一座丰碑的高度, 迄今为止还没有被哪个自由主义者所

超越。” [10](215)

黄远生一生主办了两个重要刊物, 都能感受到他热衷言论自由思想。 在初涉言论界主办 《少年中

国》 周刊时, 他对言论自由抱有极大的热情和信心。 他在 《少年中国之自白》 中写到报刊的出版动机,
阐明了他的言论自由主张: “吾少年中国之发行, 亦仅积鲠在喉, 不能不吐, 幸以三人积鲠相同, 乃遂

相共二倾吐之。 用力之俭, 无藉于外援, 发机之微, 无用其考虑。” [6](10) (引者注——— “三人” 指他自

己和一起创办 《少年中国》 周刊的张君劢、 蓝公武) 他在文中疾呼: “夫人生之最惨, 莫惨于良心之所

不欲言者, 因而他故而不能言, 良心之所急于倾吐者, 而乃不能尽言, 而身死或族灭乃次之。” 的确,
黄远生的好友林志钧在编撰 《远生遗著》 的序言中也谈到: “他的文字, 就像他的人, 活泼泼的, 天真

烂漫的, 不加修饰, 有什么说什么的。” 黄远生正是以他的自由笔触为文的。 他对当时报界没有言论自

由的死寂状态非常不满, “举国言论, 趋于暮气, 趋于权势, 趋于无聊之意识, 不足以表见国民真正之

精神, 今吾国言论界之可悲也”。 黄远生还进而从 “立国” 的高度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主持理论

或政治者, 则多崇人心之自由, 迷信物质者, 则等人类若机械, 凡一过之存, 必以自由之人类立国,
决不能以机械之人类立国。”

黄远生新闻生涯的后一阶段主办的 《庸言》 同样秉持言论自由思想, 在 《本报之新生命》 中提到:
“故吾曹对于政局, 对于时事, 乃至对于一切事物, 固当本其所信, 发挥自以为正确之主张, 但决不以

吾曹之主张为唯一之主张, 决不以一主张之故, 而排斥其他主张。” [4] 显然, 黄远生主办 《庸言》 欢迎

大家表达不同观点, 自由发表言论, 他都给予尊重。 民国以后, “待到袁世凯上台, 封压报纸, 抓捕报

人, 几成家常便饭, 所谓的 ‘自由’ 云云, 早已是面目全非, 名存实亡。” [12] 报纸报人所受到的摧残

和迫害, 比清朝末年还要严重, 黄远生大胆责问: “余于前清时为新闻记者, 指斥乘舆, 指斥权贵, 肆

其无法律之自由, 而乃无害。 及于民国, 极思尊重法律上之自由矣, 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 岂中国

固只无法律之自由, 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 [7] 在袁世凯专制淫威下的舆论界, 这样的责难和对言论自

由的追求需要相当的勇气。 为了能随心所欲地控制和利用言论界, 袁世凯不仅援用前清旧规, 还出台

新规, 限制言论自由, 禁锢报业。 “盖自报纸条例公布, 检查邮电, 阅看大样, 拘捕记者, 有炙手可热

之势也。” [13] 黄远生对当时言论界失去自由失望至极, 便远避京城跨洋去美, 免得受到来自袁世凯的纠

缠。 1915 年 9 月以后, 黄远生在 《申报》 上刊登了三则启事, 鲜明地表达反对帝制的态度, 并毅然辞

去袁世凯系统报纸的聘约。[14] 他在摆脱禁锢之身后, 给好友写信道: “宰平吾兄, 去都已远, 心襟开

拓, 自由之乐, 不可言也。” [15] 可以看出, 黄远生早就对自由充满了渴望, 同时能体会到他在京城追求

自由的压力和痛苦。 他在 《忏悔录》 中写道: “方其梏置之初, 犹若槛兽羁禽, 腾跳奔突, 必欲冲出藩

篱, 复其故所, 归其自由。” 从文字中也能体会到他的痛苦不可名状, 痛感自己时常被旧势力所左右。
不过, 从字里行间, 我们也能体会到他对自由的最终获得还是充满信心的。

三、 “为民请命” 的责任意识

民国以前, 我国新闻界还一直是秉持维新改良派的办报思想, 如严复的 “去塞求通”、 梁启超的

“向导国民” 等。 民国初年以后, 黄远生对这些新闻思想进行了 “扬弃”, 抛弃了维新派把民众看作是

智识未开的愚民的精英意识, 切实关乎民众疾苦, 体现了 “真平民” 的报刊思想, 对报刊功能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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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提升, 更加明确报刊的责任意识。 “明达的记者, 并不以社会上为人推崇而自夸自

满, 反而格外的谦恭, 忠实的, 公平的, 努力的对他的职责负起责任”。[16] 黄远生就是民初这样一位

“明达的记者”, 把为民请命、 指斥权贵、 舆论机关视为报刊使命。
“为民请命”。 黄远生于 1909 年从日本留学回国不想做官, 为了谋生而接受了清政府邮传部外郎兼

参议厅行走等职, 他在 《忏悔录》 中写道: “吾于科举时代, 绝无做官思想, 至为留学生将毕业时, 则

谋生之念, 与所谓爱者之念者交迫于中。” 于是, 黄远生有机会长期游走于官场, 目睹当时中国政坛混

乱, 官僚明争暗斗, 社会民不聊生, 他短暂任职后就自弃功名, 毅然选择了 “为民请命” 的新闻记者

职业。 如他所述: “革命既起, 吾之官乃与满廷俱毕。 嗣后即立意不做官、 不做议员, 而遁入于报馆与

律师……” [7]

在黄远生短暂的新闻生涯中, 从他主编的报刊和 《远生遗著》 收录的文章可知, 他一直秉持着

“为民请命” 的报刊使命和责任。 他认为: “今日中国无平民, 其能自称平民, 争权利争自由者, 则贵

族而已矣。 农工商困苦无辜, 供租税以养国家者, 所谓真平民也, 则奴隶而已矣。 盖恣睢无道, 残酷

不仁, 至于中国今日之平民政治为已极矣。” 对一些以 “平民” 自居的权贵给予了辛辣的嘲讽, 一针见

血地揭穿他们是 “争权利争自由” 的 “假平民”, 而 “真平民” 是供租税以养国家的困苦无辜底层老

百姓, 他们 “呻吟憔悴、 困苦流连”, “口不能为文明之言, 身不能享共和之福, 皆以供百万贵族之奴

隶狼藉而已。” 他在文中还警告那些当权者: “呜呼! 百万之贵族听之, 吾闻多行不义必自毙。” [5](3-4)

黄远生对老百姓怀有深切同情, 表达了他为老百姓奔走呼号的急迫心情, 同时对权贵们的下场作了明

确的回答。 黄远生另有一文深刻揭示了下层平民的苦楚, “不平民者, 则为圉为台, 为隶为皂, 束伏于

层层势力之下, 世间动物之最苦者也。” [17] 这里对普天下平民的生活困境的分析是力透纸背的, 从心底

里想通过报刊 “为民请命”。 相反, 他对那些不揭露社会黑幕、 不为人民请命的 “报人” 笔锋犀利地指

出: “取大猾豪右之唾余而以为养而又游食四方, 以社会耳目口舌美誉自赞的报人, 比起那些手足胼

胝、 终日劳碌不得温饱的农夫, 实在是刍狗之辈。” [18] 黄远生为当时民众采写了大量新闻通讯, 痛斥权

贵腐败, 揭穿政坛黑幕, 反映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在他的许多篇章中都能感受到 “为民生社会请命”
的新闻专业思想。

“指斥权贵”。 黄远生充分利用报刊和手中之笔指斥上流社会, 敢于将笔锋指向权贵和政府, 包括

各级官僚及政客要员, 乃至专横跋扈的袁世凯, 以行使监督政府之责。 他对袁世凯毫不留情地批评道:
“袁总统者能扶植个人之势力而不能执行国家之权力”, 于是造成 “今吾国内外各奋其私, 各循其党,
干法犯禁, 为所欲为, 欺弱凌寡, 惟力是视, 更从何处得见有国家之权力者?” 他还用反讽的口吻指

出: “中央与各省都督之间最文明矣, 则日以文墨为戏, 其下者则口舌斗殴而已矣, 更其甚者则枪毙操

没, 惟意所欲。” 把官场上的黑幕和肮脏暴露无遗, 对于权贵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横行乡间、 鱼肉百姓的

丑恶行径辛辣地写道: “划分全国为若干势力范围, 又划分全省为若干势力范围, 其党魁则日日相隐于

腹剑蜜舌之下, 其徒侣则日日一血肉相搏, 而攫食地方之余利。” [17](17) 文笔犀利, 见解精辟, 展现了

当时政坛的腐败昏庸和老百姓民不聊生的困境。 在黄远生所写的新闻通讯中, 也有许多篇章是指斥权

贵和政府的, 如 《官迷论》 中讥刺 “民国时代之内外纷纷以争权夺利为诟病, 争者何权? 官权是也。
夺者何利? 官利是也。” 《外交部之厨子》 从 “余厨子” 的发红奥秘揭露官府的卑污与龌龊; 《囍日日

记》 嘲讽连勋章都不知如何佩戴的孙总长、 汪教育总长和熊总理等一班腐败的政府要员, 真是痛斥得

鞭辟入里, 入木三分。
此外, 黄远生对媒体功能认识深刻还表现在报刊是社会公共舆论机关, 是百姓心声的表达渠道。 在

他短暂一生中主编过两个重要报刊, 即 《少年中国》 周刊 (1912 年创办并主编) 和 《庸言》 (1913 年

底担任编辑人), 这也正处于其新闻实践的一头一尾, 这两份刊物都视报刊为社会公共舆论机关, 尤其

是后期主编的 《庸言》, 更强调 《庸言》 是 “公同论辩之机关”, 绝不占据为 “私物”, 这说明他对报

刊舆论机关思想认识比以前更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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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专业主义理念的实践——— “远生通讯” 和记者 “四能”
黄远生作为 “民初三大记者”, 才思横溢, 文思敏捷, 采访功夫让后人景仰, 采写了大量反映当时

社会现实的新闻和通讯, 新闻中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成为后人研究民国的重要史料。 “黄远生的许多文章

都是当时历史事实的忠实纪录, 为历史学家所看重。 解放前出版的 《中国政治史》 (李剑农编)、 《中
国近代史》 (陈恭禄编), 就有多处取材于黄之通讯。” [19]

中国新闻史学家方汉奇称黄远生是 “中国现代通讯的奠基人”,[11](740) 吴廷俊教授也认为: “黄远

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以新闻采访和新闻通讯写作而负有盛名的新闻记者, 他是中国报纸从政论时

代向新闻时代演变的开拓者。” [20] 从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来看, 中国自王韬开启了 “文人论证” 的传

统, 维新派梁启超承继了这一传统, 所以政论文章在民国之前一直占据了绝对优势。 到了民国初年,
“报界之奇才” 的黄远生, 开拓了新闻通讯文体, 开创了新闻史上的新时代———通讯时代, 为后来的新

闻记者提供了文体示范。 他的 “远生通讯” 在当时驰名中外, 影响极其深远, 甚至成为当时社会的一

面镜子。 在 《远生遗著》 中收录的文章, 有四分之三是通讯, 且内容广泛, 事件涉及政治、 经济、 社

会、 外交, 人物上至总统、 政坛要员, 下至普通民众, 包括流亡者、 受灾饥民、 妓女等。 时人读了, 可

了解时局动态; 后人读了, 可得到历史纪录。
黄远生能游走于当时政坛的各色人等中, 以高超的采访功力采写到别人所不能的内幕新闻, 写作

能力也超乎常人, 他的许多通讯对政坛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刻画得栩栩如生。 如 《外交部之厨子》 中写

到: “外交部之厨, 暴殄既多, 酒肉皆臭, 于是厨子乃畜大狗数十匹, ……纵横道满, 狺狺不绝。 而大

堂廊署之间, 遂为群狗交合之地。 故京人常常谓外交部为狗窖子。” 黄远生用影射的手法把卖国以求一

己安宁的民国外交部比作野合的母狗, 把官场的腐败和龌龊刻画得入木三分。 又如 《囍字日记》 多处

写典礼的庄重肃穆, 要统一穿大礼服、 晚礼服, 戴高帽子, 一般客乘马车、 骡车、 洋车, 侍从总统乘

轿。 进入太和殿又是庄严的仪式, 写到总统宣读宣言仅用 12 个字 “精神登砾, 音吐甚朗, 军服灿然”,
把那志得意满、 不可一世的神态写出来了, 对人物情态描摹得活灵活现, 既谴责了国难当头大摆排场

之非, 又对袁世凯政府靠借债度日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再如一则新闻日记 《亡国人之苦痛》 写道: “一
日大雨, 洋夫妇坐两洋车, 令以一车载其所爱之狗。 车覆狗头碎, 洋夫妇扼车夫项乱鞭之, 车夫死于

鞭下, 夫妇洋洋抱病狗而去。” 这一细节描写如同现场目击记, 使人身临其境, 亡国人悲惨的命运通过

寥寥几笔就勾画得幽隐毕达, 其写作功底可见一斑。 因此, 他的好友林志钧也不得不为之叹服: “有时

朋友尽管几个人在那里乱说话, 他自己在旁边, 随便提起笔就能做那些新闻上的论说或通信, 集中长

篇的文字, 多半是这个时候一挥而就的。” [21]

黄远生令人称羡的新闻采写能力, 固然有他的天才般的采写本领, 但这仅仅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
其实, 黄远生作为一名记者, 具有很高的综合采写素养, 也即他提出的著名的 “四能说”, 即 “新闻记

者须有四能: 一、 脑筋能想; 二、 腿脚能奔走; 三、 耳能听; 四、 手能写。 调查研究, 种种素养, 是谓

能想; 交游适应, 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 以时访接, 是谓能奔走; 闻一知十, 闻此知彼, 由显达

隐, 由旁得通, 是谓能听; 刻画叙述, 不溢不漏, 尊重彼此之人格, 力守绅士之态度, 是谓能写。” [7]

他提醒记者采写新闻应脑、 脚、 耳、 手等并用, 多种器官运用自如才能成为一位高素养的新闻记者。
其实这不仅仅是记者业务素质的要求, 而且是黄远生自己多年采写实践的理性升华, 他是这样做的,
同时还告诫记者注意基本功训练, 强调努力提高自身修养的重要性。 正因为这样, 当时记者的地位较

以前也有很大提高, 成为时人称羡的职业。 “有所谓报者, 文明机关之一也, 为之言者之曰: 报之发

达, 与文明之发达为比例, 又有言曰: 某事某物之发达, 与文明之发达为比例, 故远生者作报人之一,
亦即文明人也, 凡作报者, 皆文明人也, 凡作文明机关者, 一切皆文明人也。” [18](77) 记者的地位从黄

远生开始得到较大提升, 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 当时报界非常重视向外埠增派访员也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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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远生虽然没有像他之前的梁启超等人那样, 把报刊功能高度概括为 “监督政府、 向导国民”, 也

没有像他之后的张继鸾那样, 对 《大公报》 提出了较系统的 “不党、 不卖、 不私、 不盲” 的 “四不方

针”, 但他所主办的 《少年中国》 周刊和 《庸言》 月刊, 以及发表在上海 《申报》、 《时报》、 《东方杂

志》、 《亚细亚报》 等刊物的新闻作品中践行了新闻专业主义思想, 标志着他的专业理念已经形成, 并

影响了后来的报界和报人, 像邵飘萍、 史量才、 邹韬奋、 张季鸾等大批报人都不同程度地从这些理念

中吸纳了营养, 我国新闻职业化也就由此启程。 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他却成了 “民初的 ‘黑幕’ 中

升起的明星和被这一 ‘黑幕’ 吞噬的冤魂”,[9](53) 可惜这颗初升的 “明星” 刚刚照亮中国新闻业走向

职业化之路, 微弱的 “火苗” 还未来得及发出耀眼的光芒就被浓浓的 “黑幕” 所吞噬。
毋庸置疑, 黄远生若不是 1915 年喋血美国旧金山, 他通过身体力行来践行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将

会在新闻界发挥更大潜能, 带来更大影响。 所以, 他的好友林志钧异常痛惜地写道: “远庸是不幸的,
就是回国早了几年, 受了恶社会的种种影响, 到了他明白的时候, 刚要翻身来, 就被人家把他结果了,
使他永远没机会发挥他悔悟以后的活力。” [21](12) 黄席群 (黄远生的长子) 也曾预言: “我敢断言, 倘若

先父能活到今天, 他那已经孕育着进步因素的思想, 准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向前发展。” [22] 以黄远生在

新闻实践中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追求和坚守, 外加他庄严的 “忏悔” 和强烈的 “自省” 意识, 心灵

定会得到洗涤, “进步因素” 将会随历史向前发展, 因此, 这种断言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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